
香港的一间安老院，一名长者躺在床上休息。摄：林振东/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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纾缓治疗 长期病患 安乐死 照顾者 安老

香港安乐死合法化之路还远，他们只想无痛生存、安详离世

“在支援不足情况下，社会可以如何帮到你？在心理、医学及照顾层面也要自求多福。”

香港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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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9月初，香港一宗照顾者杀死患癌妻的案件判刑，引发公众讨论安乐死立法，惟特首李家超回应立法意

向时强调，现时应聚焦强化治疗能力及支援，并未承诺就立法与否进行公众咨询。上月底，端传媒刊出另一名杀死

长期病患母亲的照顾者专访报导，希望借此探讨照顾者支援，以及老人、长期病患者如何死得有尊严。安乐死这个

议题在香港已探讨多年，惟立法之路仍未见开端，而社会安全网又未能好好接住病患者生命以及照顾者眼泪。本文

则述说这些年来，仍未被政府正视的呐喊。

“我们以为他想能生存多久便多久，能吃到多少顿饭就吃多少顿。但想像不到原来这种辛苦程度，是会想立

即了结自己的生命。”回忆爸爸自杀的那一晚，阿如不断低声油泣，双手抖震，泪水把半个口罩渗湿透。


2020年8月，阿如爸爸确诊末期肺癌，因为肺部长期积水，呼吸会“好像遇溺一般”。缺氧的感觉一开始只

维持几分钟，但会随病情恶化慢慢延长，“一天比一天更难呼吸，”阿如具体地形容，“最终令到你呼吸不

到”，走向死亡。


可以预视的窒息感，给爸爸带来无限恐惧与绝望。于是，在一次出院后的晚上，他想以自杀结束一切痛

苦。那天，全家人吃过晚饭，阿如早早入睡。直到凌晨2点，妈妈声撕力竭的尖叫声让她在熟睡中惊醒。一

打开房门，爸爸坐在窗的边缘，一直说“很辛苦，我只是在等死，跳下去比活着好过。” 妈妈痛哭紧抱爸

爸，说：“你跳了下去，我会跟着你跳。”


爸爸冷静过来，“我不跳了，我根本不够力跳出去。”肺癌及化疗的副作用早使他脚肿、身体虚弱无力。天

开始亮了，爸爸问阿如：“香港有没有安乐死？”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0831-hongkong-family-carer-killed-his-mother/


照顾末期肺癌父亲的阿如。摄：林振东/端传媒

陷入寻找支援的迷宫 


确诊末期肺癌以后，阿如爸爸先到私立医院接受化疗，每针费用为10万，每3星期要打一针。面对近50万

的医疗费用，阿如已经把楼宇抵押。直到2个月后，才排上期见公立医院的肿瘤科医生。


治疗方案算是定下来，却无助减少爸爸的痛症。肺癌使爸爸的胸腔积液，每星期都要到医院排积水。化疗

的副作用令他吞咽困难，只能进食流质食物。无法进食又导致长期便秘，腹部胀痛，加上脚肿，他无法行

走，连上厕所都不行。阿如摇摇头说，爸爸每晚根本难以入眠，浑身疲惫乏力。

他们曾向公立医院的医生求助。“是这样的，你现在病情如此，是会有这些不舒服，解决不到的。”医生

说。爸爸在求救中受挫，觉得“连医生都不帮自己，当自己患了绝症。”

同年年底，爸爸在一次化疗时晕倒，医院通知阿如即使换药，有效性也仅两成。2020年12月，阿如爸爸



最后一次入院，他在出院后的一个晚上，试图跳楼自杀，结束一切折磨。

“自己的病医不好，医生又没有理会他的不适。你要我如此不舒服死，不如我自己先死罢了。”阿如猜想爸

爸当刻的想法。在爸爸自杀不果的第二天，阿如妈妈便哭着找公立医院的医务社工求助。但社工却表示自

己仅负责申请经济援助，帮不到她。

根据社会福利署资料，医务社工担当着“联系医疗服务和社会服务的重要角色，协助病人康复和融入社

会”。

不过，无法得到适时的协助、找不到适合的支援，是香港大多照顾者都曾遇过的问题。“（社会）是没有人

清晰地告诉你要向谁申请服务。”文文指出。

2018年，文文的外婆确诊中度认知障碍，亦只剩下3成听力，需要额外照顾。“婆婆在身体机能上退化，很

多事也忘记了怎样做。”文文举例，婆婆咽喉衰弱，容易把食物误吞到气管；又不懂得清楚表达自己的问

题，说话总是模棱两可。

“我从来没有被训练为一个照顾者，因此当时不会知道自己将面对什甚么，（到照顾时）便‘倒泻箩蟹’（手

忙脚乱）。”有吞咽困难就找言语治疗师；身体机能出现问题就找职业治疗师——这些资讯都是在婆婆身体

出现问题后，文文自己四处奔波搜集回来的。她坦言，政府的资讯“不可行”。



文文需要照顾患上了认知障碍的外婆。摄：林振东/端传媒

“政府有数个专页是讲认知障碍的，我每个字都看得懂，但放在一齐就看不懂了。”她苦笑道，卫生署网页

并没有提供病症评估及申请服务的途径，无法解决照顾者的燃眉之急。去年，婆婆跌倒入院，该院的医务

社工只在开初主动联络过文文一次。但当文文想联络他时，社工的留言信箱却长期爆满，无法联系上。

政府一直提倡安老服务以“居家安老”和“持续照顾”为原则，至于体弱而又需要深切护理照顾的长者，“在别

无选择下才应接受院舍照顾服务”。但实际上，政府所提供的支援并无法达到上述目标。

根据社会福利署公布的数据，以2021年度为例，病人及照顾者要使用到政府的服务，至少需轮候半年，长

则需等23个月：综合家居照顾服务（体弱个案）轮候时间要半年；长者日间护理中心要8个月；而轮候安

老院宿位要20个月；护养院宿位更要等23个月。

漫长的等待，足以使病人及照顾者压力急升。2019年，文文就为婆婆申请日间中心，轮候了大约一年，

“幸好婆婆的病情未有恶化，但有些人（认知障碍病患者）的病情可以在数个月内急降，照顾者的压力又会

不一样。”文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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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社会福利署资料，2021年度有4445名长者在轮候资助安老院期间离世，为轮候人数的9％；亦有

1838名长者在轮候资助护养院期间离世，为轮候人数的18.1％。而最令人担忧的是，更多卡在中间的患者

与照顾者，只能在压力与痛苦中互相纠缠，悲剧或因此而生。

文文与患上了认知障碍的外婆。摄：林振东/端传媒

不能回避的安乐死 


近5年，香港至少发生8宗照顾者杀人或自杀事件，当中不乏照顾者以及病者主动提出希望政府把安乐死合

法化。2020年1月，56岁郭伟贤因不忍患末期的肺癌妻子受苦，助其烧炭自杀后报警自首。事发前，妻子

曾向亲人表示希望香港有安乐死。

回溯过去，香港社会首次掀起对安乐死的讨论，要数回2003年。当年，34岁的邓绍斌（斌仔）坐着轮

椅，咬着筷子用电脑打字，前后两次去信给时任特首董建华，希望“有尊严地结束生命”，要求安乐死合法

化——他在22岁时因练习体操受伤，中枢神经折断，导致头颈以下瘫痪、无法说话，需要终日卧床。

https://www.hk01.com/%E7%A0%94%E6%95%B8%E6%89%80/753258/%E8%B3%87%E5%8A%A9%E5%AE%89%E8%80%81%E9%99%A2%E8%88%8D%E5%9A%B4%E9%87%8D%E4%B8%8D%E8%B6%B3-%E5%AE%BF%E4%BD%8D%E5%83%85%E5%A4%A05-%E9%9C%80%E6%B1%82-%E6%AF%8F%E5%B9%B4%E6%95%B8%E5%8D%83%E9%95%B7%E8%80%85%E8%BC%AA%E5%80%99%E6%99%82%E9%9B%A2%E4%B8%96


事件马上引起社会对残疾人士的关注，但针对安乐死的讨论却寥寥，大多回响只希望斌仔能“正面活下

去”，也始终没有撬动政府反应。斌仔最后在2012年，因为细菌入血导致败血症病逝，求安乐死合法的呼

声也就沉寂下去。

不过，随着社会面对生死议题的气氛慢慢开放，加上2017年一共发生3宗照顾者杀人案件，安乐死议题再

次被提到人们眼前。当中，以81岁的黄国万勒死病妻一案最为人同情。当时，他说：“我觉得香港要有安乐

死，这样社会就不用浪费那么多资源，穷人不用那么惨。”



2022年9月7日，郭伟贤被控误杀罪成，获判接受感化令1年。法官黄崇厚形容案件是宗悲剧，同时也首次

提到，法例是否有需要思考处理极端、绝望情况下病人的意愿，促请政府跟进。

资深大律师张耀良为郭案的辩方律师。他忆述第一次见郭伟贤时，已距离案发时间逾半年，在收押所的郭

伟贤情绪已经慢慢稳定下来。此前，每当向前来提供协助的议员忆述与太太的相处，他都泪流不止。当

时，他被控一项谋杀罪。

https://www.facebook.com/theinitium/posts/pfbid02nGkkpt9s7Eg5Sbg1458ETeEXBMpbKBrmsGPgfdKLgYPagiChzP5ZTVo1peNQWt6Ql


58 岁男士郭伟贤前年烧炭杀死患末期肺癌的太太，自首后表示是为了减轻她的痛楚而犯案。他早前承认一项误杀罪，高院法官黄崇
厚形容案件是悲剧，认为要宽宏处理，判 12 个月感化令。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谋杀在香港只有一个判刑，就是终身监禁。”张耀良说。 


据官方公开说法，根据香港法例，安乐死涉及第三者作出蓄意谋杀、误杀等行为，被列为刑事罪行。不过

在法律上，谋杀罪亦有数个抗辩理由：自卫、精神失常（Insanity）、被人激怒（Provocation）及减责

神志失常（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等。而后者，一般都是照顾杀人案最常使用的抗辩理由。

“（事发）当时你控制不到自己，因为你失常，于是消减了你的责任，由谋杀变误杀。”张耀良指出，要用

到这种理由抗辩，必须证明被告在事发时处于一种精神失常的状态（Abnormality of mind）——比如患

上严重抑郁焦虑症，影响到他的正常判断。

在郭案当中，张耀良找了一位精神科医生替郭撰写精神鉴定报告。医生从被告的生活行为、情绪、睡眠质

素、饮食体重各方面，得出他在案发前后的压抑变化。结合控方提供的精神科报告，两名医生诊断郭在案

发时，因照顾太太患上严重抑郁，无法理性思考。最后控方接纳改控误杀。

端传媒翻查资料，发现过往照顾者杀人案的被告在改控误杀后，一般刑期最高判囚5年，较轻微的获判感化

令。

据案情，郭伟贤在助妻烧炭前，曾为结婚30年的太太按摩、又亲吻她的额头，播放佛经，祈求她安详离

世。法官在判刑时，指出被告毫无疑问深爱妻子。案件经媒体曝光后，很快引来大众支持安乐死立法的呼

声。

端传媒翻查资料，发现10年过去，政府一直重复话语：安乐死是“违法及不道德的做法”，政府并无计划就

安乐死合法化进行咨询。而在张耀良记忆中，法律界亦没有就安乐死合法化问题曾经进行讨论。



有关议题之所以难突破讨论，在张耀良看来，社会上仍存有两个未达到共识的问题——第一，是科学问

题。“医学上，我们知道有些病是无法救治，但这时又会有人跳出来说：一万宗里面有一两种病例真的可以

救回来，‘为什么有万分之一的机会你都要放弃？’”他形容，这是永远的科学争拗。而第二个则是伦理问

题，关于谁人有权去结束他者生命。

“你问我，坦白讲我没有一个Yes and No（是或否）的答案。”他还没能过到自己一关——张耀良是个虔诚

的天主教徒，“我会觉得生命是这么宝贵，结束生命是一条好难跨越的线。”

不过作为案件的辩护律师，他说自己对郭案“一定同情”。“他（郭伟贤）太太情况真是太恶劣了，”张耀良

当时曾看过有关解剖照片及化验报告，“你会觉得，你一直不让她死，她甚至连尊严都没有。”

目前在香港，法律改革倡议主要来自政府决策局及各大部门，外加法律改革委员会就不同议题向政府提交

报告书，促使政府立法作出改变。比如2006年，法改会曾就《预设医疗指示》进行讨论。

张耀良指出，每当香港有重大的法律改革议题，一贯的做法是先成立委员会，包括医学、法律各方专家、

社工，再调查和研究外国的经验，并取得社会共识。

如今当社会开始涌现有关声音，“我从一个法律人的角度来看，我真的接触过这些（案件）、看过这些材

料、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回避。”他觉得，议题提出者可以是前线接触病人的医学界及社工，“但是一定要有

法律界的参与，因为最后一定涉及法律程序。”

https://www.hkreform.gov.hk/tc/publications/rdecision.htm


Betty的妈妈确诊子宫体癌，长时间观察着妈妈，记下她痛楚的位置、时间等，协助她在最适当的时机吃止痛药。摄：林振东/端传媒

​​安乐死未竟，纾缓治疗的出路 


2021年7月，Betty的妈妈确诊子宫体癌。在完成一期治疗后，癌细胞开始扩散，由子宫到肝膜、腹腔，

再到颈部淋巴。当时看到扫描报告，“我就心知不妙，全个身都在发光（全身都有癌细胞）。”Betty惊讶起

来。

肿瘤长期压着妈妈的肝脏，给她带来极大的内脏痛，而电疗又逐一破坏子官附近的器官，如尿道、膀胱、

直肠，大小二便也会感受到痛楚。“我长期睡在妈妈旁边，她痛得起床呻吟。我就尽量安抚她，为她按

摩。” Betty一边说，一边模拟妈妈痛苦的表情。

治疗过程中，Betty妈妈曾经讲过很多次“死咗佢好过啦（死了比较好受）”。每次听到，Betty也只能沉默

应对。“我只可以用我的行动告诉她，其实我希望你继续好好地在我身边。”但她也感到困惑，“如果我想

（妈妈活下去），你就要继续痛苦，其实是不是一种不孝？”



妈妈逐渐失去生存意志，Betty仍竭尽心思，让妈妈生活得较好，去挨过痛楚，而煮菜是让她最烦恼的事。

正接受治疗的癌症病人比一般人吸收多一倍蛋白质，“妈妈已经无胃口，还如何使她吸收到100克蛋白质？

一只蛋都只得十数克，要食8只蛋才够， ”她叹息，“我作为照顾者，要苦恼很多这些事。”

成为照顾者半年，她已感到压力到顶，“但没有可能在我妈面前哭啦，我要伪装成另一个人”。甚至在工作

时，也要压抑着，“我的情绪劳动很大，因为很多情绪我也没有处理。”一次，Betty在朋友的工作室禁不住

失控嚎哭。朋友问她有什么可以帮忙？她说，根本帮不了，“有甚么可以帮？我的公司及我妈妈都只有我可

以做好的。”

当治疗机会变得渺茫，病人不断扩大的绝望感，也会成为压垮照顾者的压力。目前，在安乐死远未合法化

的香港，接受纾缓治疗是晚期病人的一个医疗选择。医管局辖下12间公立医院或宁养中心均有提供纾缓治

疗服务，为晚期病人提供住院、门诊、日间纾缓治疗、家居护理，也为照顾者提供哀伤辅导等服务。

在2021至2022年度，纾缓治疗住院服务共有7815就诊人次。因为轮候时间亦较长，部分有经济能力的病

人会转而寻求私营的纾缓治疗服务，而善宁会就是其中之一，其院舍善宁之家合共有30个套房，并有两名

驻院医生。



善宁之家驻院医生黄惠珍。摄：林振东/端传媒

黄惠玲为其中一名驻院医生，已在纾缓治疗科工作近20年。她指，接受纾缓治疗的大多为患有末期癌病或

器官衰竭的病人。他们的痛症主要出现于病发位置，“例如肺癌就主要是胸口痛，肠癌就可能会肚痛。”作

为专科医生，他们会先使用药物减轻病人痛楚。“我们用药会由较轻的药物到吗啡，一级一级提升。”

当病人的痛症无法透过药物纾缓，医护人员会把个案转介给社工处理。“心理上的痛楚，单单靠药物未必能

完全解决得到。”善宁会临床社工黄嘉然解释，除了生理上的治疗，社工会聆听病人的需要，让他们不再集

中于痛的部分。“有人尝试关心和理解他，（关怀）心灵上都很重要”。

无法得到医院社工协助的阿如，最后在网上找到善宁会的纾缓服务。护士先上门为爸爸作评估，又教阿如

如何垫起枕头，让爸爸呼吸可以顺畅一点。在爸爸入住善宁之家后，医生给他开药纾缓脚肿、呼吸困难等

症状，亦有社工跟阿如一起计划爸爸的身后事。

不过，要获得快而有质素的纾缓治疗，阿如要每天支付约5000港元住院费。要在生命的最后一段路走得舒

适，不是每个人都能承担得到。根据善宁会资料，善宁之家有一半床位为政府津助床位，符合资产审查准

则的申请者，住院费用可减免至十分一，一天590元，而符合资格的综援家庭则住院费用全免。



善宁会临床社工黄嘉然。摄：林振东/端传媒

既然开支部份得到方案解决，为何纾缓治疗仍不被病者广泛受用、社会仍有不少照顾悲剧发生？善宁会营



运总监、善宁之家院长陈木光也有留意到郭伟贤案件，形容这是“社会悲情的冰山一角”。而案件背后，正

正揭示社区对病者支援不足。

据陈木光观察，来求助病人主要分两类，要不是情况已经很严峻，要不就是患病不久就来咨询的。“分别在

哪里呢？越有知识越有教育、资讯收得丰富能力的，就预早有准备。”

但陈木光认为，社会不应该要求弱势者拥有学识去求救。“香港的服务经常都是‘等人来’，如果人们不认识

你（的服务），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人可以上门找他们呢？”在各个社区中心、医院，甚至安老院，该有人

察觉他们的存在，抱着已有的支援服务预早介入。

他指出，香港的医疗服务沿用“哪里出事就做哪里”的教条，在制度上没有机制去互补不足，而现时郭伟贤

案正正在社会响起警钟——多年来，政府、医疗机构均侧重投放资源于药物治疗（Curative

Medicine），但现在“我们是时候把服务做好”，望政府将更多资源投放在纾缓治疗。

对于大众安乐死的呼声，陈木光明言它是一个出路，但在立法会及社会的讨论仍然漫长。“但除安乐死这个

选择之余，中间还有很多安详离世的选择。这个选择又能否提供得到呢？”



善宁会营运总监、善宁之家院长陈木光。摄：林振东/端传媒

前联合医院院长、医生谢俊仁，曾为医管局制定有关晚期治疗抉择伦理指引。他在​​《死在香港 流眼泪》一

书中，曾写道：“要求安乐死的病人其实是在求救。如果你帮到他，他就不会这样要求。”

谢俊仁解释，纾缓治疗主要为缓解末期病人临终前的痛苦。他形容“绝大部份”的病人在接受治疗后均能获

得纾缓。以阿如爸爸为例，在入住善宁之家的第一天，医生针对他的症状开配止痛药，症状已经马上得到

纾缓，后来他也能尝试自己上厕所、刷牙。

不过，针对现实上少数无法透过药物缓解病痛的例子，谢俊仁指出，医生还可以对患者进行“缓和性镇定治

疗”，透过注射镇静剂，令病人陷入昏睡，以减少痛苦。而同时，此类镇静剂有机会让病人的生理机能受抑

压，加速死亡。

好死的路，如何走？ 


阿如爸爸最后在2021年离世。在经历爸爸患病之前，阿如坦言对“安乐死没有任何感觉”，但她现在回想，

觉得如果病人有安乐死的选择，应该会比较开心，“如果知道（患上）末期、药物无效，还要留他们在世上

受苦，那一刻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生活质素可言，可以做的就是睡在床上不断被苦痛折磨。”

“有安乐死只是有个选择 但除了安乐死 你也应有其他出路让人选择 其实最后目标都只是想个患者走得



有安乐死只是有个选择。但除了安乐死，你也应有其他出路让人选择，其实最后目标都只是想个患者走得

安心。”阿如说。

因为妈妈的病，Betty对于安乐死的取态却有所改变。“我以前觉得，人应该有尊严嘛！有尊严地死有何不

好呢？”她稍稍思索再道，“但（经历妈妈的事）之后我就觉得，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决定这一件事呢？”

对比起阿如，Betty的妈妈比较幸运。在接受新的免疫治疗后，妈妈体内肿瘤缩小了一半。针对持续的痛

症，Betty则长时间观察着妈妈，记下她痛楚的位置、时间等，协助妈妈在最适当的时机吃止痛药。除此以

外，任职中医的朋友也亲自为妈妈做颅底骨治疗，在过程中与她谈心，介绍妈妈去看疼痛科，解答二人在

病理上的各种疑难。

当治疗可见希望，痛症续渐缓解，Betty妈妈再也没有“想死”的念头。从妈妈的心态转变，Betty感受到生

命的重量。“不是简单一句就可以放弃生命，尤其生命的重量是你到了那个位才会知道。”但同一时间，她

也自省，这种幸运是因为自己比其他人更“Resourceful（资源丰富）”——有足够资金支付治疗费用、自

己和弟弟拥有一定的知识、人脉。

但反过来，“在支援不足的情况下，社会可以如何帮到你？在心理、医学及照顾层面也要自求多福，真

的。”Betty认为要讨论安乐死的前提，除了要普及生死教育，社会的安全网也必须做得更好，让癌症病人

及家属获得更多支援。

“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就不可以轻言安乐死好、可以维持人类尊严。”Betty语重心长地说。 




善宁之家为晚期病人提供住院服务。摄：林振东/端传媒


